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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

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朱莉芬a,蔡秀丽b

(重庆工商大学
 

a. 经济学院;b.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重庆　 400067)

摘要:区域协同创新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支撑。
该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

构建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 2018—2022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

新能力,并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对协同创新发展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1)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呈明显的双核领先、中部落后的状态,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2)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创新关联性有所提升,但整体协同创新发展水平较低、网络结构脆弱;(3)各国家

级高新区在协同创新发展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明显差异。 据此,提出要增强核心地区国家级高新区

辐射带动能力,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搭建创新成果共享平台和构建长效制度保障等一系列对策建议。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4-0012-13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同时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高新区”)作为中国知识与技术密

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区,是一个地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重要载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以及国家重要战略腹地的核心承

载区,构成了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与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支

撑。 作为带动我国西南地区科技创新的中心城市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柱型区域,该经济圈一直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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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因此,推动成渝地区尤其是成渝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

力的提升和协同创新发展,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同时

对于破除区域间要素流动壁垒、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提出以来,川渝两地共同召开多次会议,签订多份合作文件,以国家

级高新区作为重要载体,推动地区间协同合作发展,但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发展实力

仍有待提升。 根据《2023 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研究报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进入高质

量发展百强榜的仅有 3 家高新区,分别位列第 7(成都高新区)、第 54(重庆高新区)和第 91(绵阳高新

区)。 反观与成渝地区并称为国家级经济增长极的其余 4 个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入围百强榜的同样为

3 家国家级高新区,但其拥有排名第 1 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长三角城市群入围的国家级高新区高达 13 家;

粤港澳大湾区仅广东部分就入围了 7 家国家级高新区,此外,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虽未设立该类园区,

但其在创新资源和国际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长江中游城市群进入高质量发展百强榜的共有 5 家国家级

高新区。 由此可见,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的综合实力还相对较弱。 基于以上发展背

景,本文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水平为目标,对截止到 2024 年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成立的所有国家级高新区(共 11 家)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实证分析当前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创

新发展的协同关联性,判断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国

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创新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进行划分:第一,关于创新的概念界定,现有主流观点

认为,创新理论最早由熊彼得于 1912 年引入经济学范畴[1] ,他在《经济发展概论》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

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结合并引入生产体系,是引起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力量[2] 。 随

着创新理论引入经济学范畴,涌现出更多学者对“创新”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创新不单纯是熊彼得定义

的资本经济增长的创新,更是贯穿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创新[3] 。 第二,有关创新发展的影响因

素分析,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影响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提升创新系统整体发展水

平[4][5] 。 第三,有关创新能力的评价方法,学者一般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创新能力水平进行定

量测度,常用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6][7] 、因子分析法[8][9] 、空间计量[10]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11][12] 等。 伴

随国家总体创新水平的逐步提升,不同主体间不再局限于体系内部自我的创新创造,而愈发注重不同主

体间的协同互动性,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也逐渐受到关注[13] 。

协同概念起源于协同学这一重要理论,该理论是 Haken 于 1976 年在《协同学导论》一书中提出的,他

认为协同是系统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配合,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形成一定的自组织结构,从无

序走向有序的过程[14] 。 现有关于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两个及以上系统间协同发展

水平变化,该类研究多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个系统彼此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分析[15] ;第

二,在某一领域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协同发展,除部分学者对协同发展机制、战略和现实路径进行理论分析

外[16-18] ,实证研究多采取极值法[19] 、变异系数法[20] 、社会网络分析模型[21]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22]和灰

色关联模型[23]等。

目前针对国家级高新区的研究,已有学者从创新、协同发展等方面进行探索。 在创新方面,基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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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立准自然实验,有研究发现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能够通过创新活动为企业带来更高的销售收入[24] ;
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对地区创新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5] ;国家级高新区有助于提升自身科技创新效

率[26] 。 在协同发展方面,有研究发现高新区企业的协同创新投入对高新区产出有正向影响[27] ;通过构

建我国东部国家级高新区间的协同创新网络,发现地理邻近和制度相似的地区对国家级高新区间协同创

新均具有促进作用[28] 。
综上所述,当前已有学者针对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和协同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针对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测度以及协同创新发展的研究还较少。 已有文献在对创新发

展水平进行测度时,多关注创新系统外部影响作用,而忽略了创新能力本身的发展状况。 同时,少有文

献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测度与协同创新发展问题相结合进行研

究。 本文立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国家级高新区为创新发展载体,综合评

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创新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并对其协同性进行分析,以此为推动成渝地区协同创新发展的政策

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11 家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范围(见表 1),对 2018 年(最新的国家级高

新区成立时间)至 2022 年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
表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信息汇总

序号 园区名称(简称) 初建时间 批准成立为国家级高新区时间

1 重庆高新区 1991 年 1991 年

2 璧山高新区 2002 年 2015 年

3 永川高新区 2018 年 2018 年

4 荣昌高新区 2018 年 2018 年

5 成都高新区 1991 年 1991 年

6 绵阳高新区 1992 年 1992 年

7 自贡高新区 1992 年 2012 年

8 乐山高新区 1992 年 2012 年

9 泸州高新区 1993 年 2015 年

10 德阳高新区 1991 年 2015 年

11 内江高新区 2014 年 2017 年

　 　 注: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四川科技局

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官方网站信息整理而得。

(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创新能力发展水平的关键不仅在创新要素的投入,还受制于创新成果的转化水平;不仅要反映技术

创新水平、体现研发投入水平,还要体现出其成果的转化能力。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对创新能力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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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度方法[29][30]
 

,结合数据可得性、指标合理性等原则,对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能力从创新投入和创新

产出两个维度,选取 9 个指标进行分析(见表 2)。
表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目标层) 二级指标(准则层) 三级指标(方案层)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创新能力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研发人员投入 研究开发人员(人) +

研发经费投入 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亿元) +

高新企业数量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

年末资产总额 年末资产(亿元) +

技术创新产出 技术收入(亿元) +

社会经济效益 上缴税费(亿元) +

外贸需求 出口总额(亿元) +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亿元) +

净利润 净利润额(亿元) +

创新投入是指企业在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新工艺探索等方面的投入。 结合微观经济学生产函数,
生产总量水平主要受到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的影响,本文分别从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维度出发进行指标选

取。 从劳动力投入来看,研发人员作为科技研发活动的主要行动者,其投入的增加是园区创新能力提升、
科研创新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 从资本维度来看,研发经费是科研人员从事创新活动的保障,高新技术

企业是创新活动的重要实施主体,年末资产总额是园区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故研发经费投入、
高新企业数量的提升以及年末资产的增加都是园区提升创新投入水平的关键度量指标,是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的重要资本保障。
创新产出是指企业等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转化产出成果,而企业创新活动的最后环节即实现创新

效益,推出创新产品。 国家级高新区技术收入是指企业全年用于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服务以

及接受外单位委托的科研收入等①,其主要用于衡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所带来的直接效益,技术收入

的提高代表企业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上缴税费与企业的盈利状况成正比,可以反映出企业的盈利水平

和其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上缴税费的增加可以反映出企业创新产出成果的增加;出口总额反

映了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需求程度,出口总额的提升代表企业外贸需求的增加,即其产出成果在国

际市场上的需求上升;营业收入是指企业在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意味着商品

价值得到实现;净利润作为生产经营的最终成果,是衡量企业业绩的核心指标,利润的增加代表企业成果

转化效率提高。 综上来看,技术收入能够直接反映企业创新收益,上缴税费、出口总额、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总额等②则从侧面反映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经济效益,企业收益越高则代表其创新产出成果越多,即创

新投入转化能力越强,创新能力水平越高。

(二)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1. 数据来源

2018—2022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 2019—2023 年

51

①

②

参见《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主要指标解释:技术收入。
参见国家统计局统计知识库:反映工业发展质量与效益的主要指标有哪些(202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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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炬统计年鉴》,部分指标经计算处理而得。
2. 测度方法

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评价法,可以解决指标权重确定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干扰问题[31] 。 本研究从实

际情况出发,使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再进一步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计算综合得分,具

体步骤如下:

(1)熵值法。 首先,对各三级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针对指标对系统发展的不同影响,将指

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两大类,正向指标越大对系统产生的影响越有利,负向指标绝对值越大则对

系统产生的影响越不利。 本研究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无需进行负向指标的特殊处理。 假设有 m

位评价对象,n 项评价指标,xij 则为第 i 位对象的第 j 项指标的数值( i = 1,2,…,m;j = 1,2,…,n), xij( ) min

为最小值, xij( ) max 为最大值,X i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公式如下:

X ij =
xij- xij( ) min

xij( ) max - xij( ) min
(1)

其次,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位对象占该指标所有对象之和的比重为 P ij:

P ij =
X ij

∑m

i = 1
X ij

(2)

然后,运用每个权重来计算信息熵,以 E j 来指代,表示所研究的第 j 项指标的贡献量:

E j = - k∑m

i = 1
P ij lnP ij,k = 1

lnm
(3)

最后,各项指标的差异系数为 D j = 1-E j,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公式为:

W j =
D j

∑ n

j = 1
D j

(4)

(2)加权综合评价法。 为测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能力综合发展水平,首先构

建以一级指标为子目标、三级指标为基础指标的多层次体系,然后通过熵值法确定三级指标权重,并逐层

加权求和,以合成综合发展水平值。 具体公式如下:

R i = ∑ n

j = 1
W jX ij

 (5)

其中,R i 为国家级高新区 i 的最终得分,W j 为第 j 项三级指标的权重,X ij 为第
 

i 个高新区第 j 个三级

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n 为三级指标个数。

(三)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 2018—2022 年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如表 3 所示,表明不

同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成都高新区创新能力最为

突出,相较于其他国家级高新区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重庆高新区次之。 整体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家级高新区呈现出以成都、重庆为“双核”中心的发展格局。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逐年提升,但差距逐渐拉大。 从表 3 可以看出,2018—2022 年国家级高新区

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均值逐年提升,从 0. 081 上升至 0. 152,区域总体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然而,同期创新

能力极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亦呈扩大趋势,由 2018 年的 0. 548 增至 2022 年的 0. 941,反映出高新区

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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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测度结果(2018—2022 年)

地区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重庆高新区 0. 178 0. 177 0. 250 0. 289 0. 293

璧山高新区 0. 017 0. 019 0. 029 0. 038 0. 046

永川高新区 0. 034 0. 041 0. 053 0. 056 0. 057

荣昌高新区 0. 004 0. 016 0. 021 0. 025 0. 029

成都高新区 0. 549 0. 643 0. 806 0. 944 0. 950

绵阳高新区 0. 055 0. 058 0. 064 0. 077 0. 085

自贡高新区 0. 013 0. 015 0. 021 0. 023 0. 027

乐山高新区 0. 014 0. 016 0. 018 0. 041 0. 088

德阳高新区 0. 011 0. 008 0. 012 0. 017 0. 022

泸州高新区 0. 019 0. 022 0. 024 0. 052 0. 063

内江高新区 0. 001 0. 003 0. 006 0. 011 0. 009

均值 0. 081 0. 093 0. 118 0. 143 0. 152

极差 0. 548 0. 639 0. 800 0. 933 0. 941

　 　 数据来源:根据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经熵值法计算而得。

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分析

与传统的属性数据分析不同,社会网络分析模型是以关系数据为基础,根据不同节点构成关系网络

来展示并量化其空间交互关系的分析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创新网络的协同发展分析中。 为分析在

时间序列上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彼此协同创新关系的强弱,
 

本文基于前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

高新区创新能力的测算结果,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的空间关联矩阵,最后

建立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研究协同创新发展状况。

(一)模型构建

1. 基于引力模型的创新能力关联网络构建

经济地理学理论指出,城市间联系遵循距离衰减原理,距离越大则产生的联系越弱。 引力模型以物

理学中万有引力为基础,遵循距离衰减原理,能有效地反映出地区间空间相互作用强度。 基本公式如下:

F ij = kij

MiM j

Db
ij

(6)

其中,F ij 表示个体 i 和个体 j 之间的引力,Mi 和 M j 分别表示个体 i 和 j 的质量,Dij 表示 i 和 j 之间的

距离,以 b 和 kij 分别表示距离衰减系数和经验常数。

结合本研究实际来看,Mi 和 M j 分别表示国家级高新区 i 和 j 的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即前文由熵值法

测度所得的 R i 和 R j;Dij 采用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公路里程距离进行衡量;参考已有研究[32] 和物理学万有

引力定律,本文距离衰减系数 b 取值为 2;kij 采用 i 的创新能力与 i 和 j 创新能力之和的比重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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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F ij = kij

R iR j

D2
ij

(7)

kij =
R i

R i+R j
(8)

最后将现有的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以全样本国家级高新区引力均值作为阈值,创新能力联系强度

大于阈值记为 1,反之为 0,基于此空间关联网络矩阵衡量整体创新能力联系程度。

2. 社会网络分析模型

为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创新能力联系强度和整体协同性的变化情况,以及各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在整体网络系统中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所构建的空间关联矩阵

建立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并从整体网络特征和网络中心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1)整体网络特征主要考察整体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和网络效率 3 个指标:

①网络密度 ρ 是指网络中当前的关系总数占理论上最大关系数的比例,是衡量网络中各成员之间联

系紧密程度的一个指标。 本研究中的网络密度用于衡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创新能

力关联关系的疏密程度,网络的密度越大,说明各国家级高新区之间的创新关联程度越紧密,协同发展水

平越高。 根据本研究内容来看,不同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彼此作用强度根据发出对象变化而变化,即创新

能力关联网络为有向性网络。 计算公式如下:

ρ= l
N(N-1)

(9)

式中,l 表示当前网络中存在关系数,N 表示网络中节点即国家级高新区总数,N(N-1)为理论上网络

中存在的最大关系数。

②网络关联度 C 是指网络中存在的独立途径的数目,用于反映网络是否稳健。 网络的关联度越高,

任意两家国家级高新区直接或间接相连的途径越多,整个网络不易受到个别国家级高新区的影响,协同

发展的稳健性越高。 计算公式如下:

C= 1- 2X
N(N-1)

(10)

式中,X 为网络中不可达的国家级高新区对数,N 为网络中国家级高新区总数。

③网络效率 GE 是指已知网络中包含的节点数一定时,网络中存在多余关系的程度。 网络的效率值

越小,冗余度越高,网络结构越稳定,创新能力协同发展水平越高;反之,网络效率越高,表明网络中存在

越少多余的连接,网络空间关联结构稳定性不强。 计算公式如下:
 

GE= 1- Y
max

 

(Y)
(11)

式中,Y 为网络中多余关系连线的数量,max
 

(Y)是理论上该网络最大可能的多余关系连线的数量。

(2)网络中心度通常用于评价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同时可以衡量网络整体的中心化程

度。 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节点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对其他节点的影响也更大,对网络整体协同发展

的影响力也就越高。 网络中心度分析主要从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 3 个视角进行[33] :

①度中心度(Di)在本文中表示国家级高新区 i 与其他高新区直接相连的程度,反映国家级高新区自

身的连接能力。 度中心度越高,代表该高新区在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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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
ω

N-1
(12)

式中,ω 为与国家级高新区 i 直接相连的节点数,N 为国家级高新区总数。

②接近中心度(C i)在本文中表示国家级高新区 i 与其他国家级高新区的接近程度,用 i 与其余国家

级高新区的最短距离之和的倒数来衡量。 用 i 与其他国家级高新区的最短距离之和的倒数来衡量,表示

国家级高新区 i 创新能力的独立性与稳定性。 接近中心度越高,代表该高新区在创新网络中与其他高新

区的联系越紧密,信息传递越便捷,越能够更快地吸收外来信息以开展创新活动。 计算公式如下:

C i =
1

∑ n

j = 1
dij

, i ≠ j (13)

式中,dij 为 i 到 j 的最短距离。

③中介中心度(Mi)在本文中衡量某一国家级高新区在网络中位于其他国家级高新区之间最短路径上

的频率,其测量的是国家级高新区 i 作为中介节点时对其他国家级高新区交往的控制能力。 中介中心度越

大,表示该国家级高新区在网络中作为“中介”的作用越大,越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对创新能力空间溢出

效应的调节和路径控制能力越高,对其他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发展的影响力越大。 计算公式如下:

Mi = ∑ n

j ∑
n

k

g jk( i)

g jk
, j ≠ k ≠ i, j < k (14)

式中,g jk( i)表示经过 i 的国家级高新区 j 与国家级高新区 k 的最短路径数,g jk 表示 j 与 k 之间的所有

最短路径数。

为更准确地分析国家级高新区在整体网络中的重要性,本文选取标准化后的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

和中介中心度三个指标进行衡量。

(二)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分析

基于上述计算公式,分别测算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整体网络的发展变化趋

势(见表 4 和图 1),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之间的协同关联空间效应(见表 5—表 7)。

下面将分别从协同创新发展总体变化趋势和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创新关联性两个角度,对该区域国家级高

新区的协同创新发展水平进行分析。

1. 协同创新发展总体趋势分析

从表 4 可以看出,2018—2022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创

新网络密度较小,创新关联度和网络效率较高。 从网络密度来看,5 年间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关联网

络密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最终仅从 2018 年的 0. 100 上升至 2022 年的 0. 118,上升幅度较小,且根

据计算公式(9)可知,网络密度最大取值为 1,可见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之间创新能力

的协同关联网络密度较低,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从网络关联度来看,2018 年至 2022 年国家级高新区

之间创新能力关联度呈波动式上升,从 2018 年的 0. 509 上升并稳定至 2022 年的 0. 818 的水平,网络

连通性有所提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 从网络效率来看,5 年间该指标居高不下,冗余连线的减少,说明

创新能力溢出的多重叠加效应在削弱,这不利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整

体网络的稳定性。

为更清晰地反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的社会网络,对 2022 年创新发展

网络进行可视化处理。 从重庆市内部看,重庆、璧山和永川的高新区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彼此之间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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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双向影响,而荣昌高新区则是单向受到重庆高新区的促进作用,总体来看,在重庆市内部国家级高

新区之间构成了较为稳定的协同创新关联网络;从四川省内部来看,成都高新区对乐山、德阳、绵阳、自贡

和泸州的高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单向推动作用。 由于成都高新区创新能力发展水平较高,除重庆高新

区外,余下国家级高新区对成都高新区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总体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

新区整体协同创新网络主要呈现以成都高新区为绝对核心、重庆高新区为次级枢纽的关联互动格局。 从

图 1 可以看出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呈明显的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发展

网络,同时存在轻微的“中部塌陷”情况。 成都高新区创新发展较好地辐射带动了四川省多数国家级高

新区以及重庆高新区,同时,重庆高新区也与临近国家级高新区存在一定关联性,但内江高新区与其余国

家级高新区之间关联较为薄弱,使得空间关联矩阵经二值化处理后,在图上以“孤点”状态存在,目前内

江高新区尚未有效融入整体创新网络的发展格局之中。
表 4　 2018—2022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协同发展总体结果

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网络密度 0. 100 0. 136 0. 136 0. 127 0. 118

网络关联度 0. 509 0. 818 0. 655 0. 818 0. 818

网络效率 0. 952 0. 917 0. 857 0. 944 0. 972

　 　 数据来源:在创新能力发展状况计算结果基础上利用公式(6)—(11)计算而得。

内江高新区 绵阳高新区

自贡高新区

璧山高新区

重庆高新区

永川高新区荣昌高新区
泸州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

乐山高新区

德阳高新区

图 1　 2022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关联网络

2. 基于中心度的高新区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由模型构建部分分析可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之间的协同创新关联强度根据发出对

象的不同存在差异,故该空间关联矩阵为非对称的有向矩阵,从而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又分为点入度

和点出度两个方面。
首先,从创新发展水平度中心度来看,度中心度存在轻微提升,说明近五年高新区之间直接联系有所

增加(见表 5)。 具体从 2022 年度中心度发展水平来看,点入度最高的为重庆高新区,说明重庆高新区是

创新溢出的主要受益者,其创新发展受益于其余高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 受益较高的为泸州高新区,而
内江高新区点入度为 0,说明几乎没有受到其余高新区空间溢出效应的推动作用;从点出度来看,成都高

新区存在较高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成都高新区对其他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辐射带动作用最大,
其次为重庆高新区,可见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仍是以“成都—重庆”为引领

的双核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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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度中心度计算结果

序号
2018 年 2022 年

排序 点入度(%) 排序 点出度(%) 排序 点入度(%) 排序 点出度(%)

1 重庆 30 成都 60 重庆 30 成都 60
2 永川 20 重庆 30 泸州 20 重庆 50
3 成都 10 永川 10 成都 10 璧山 10
4 璧山 10 璧山 10 璧山 10 永川 10
5 绵阳 10 绵阳 0 永川 10 荣昌 0
6 自贡 10 自贡 0 荣昌 10 绵阳 0
7 乐山 10 乐山 0 绵阳 10 自贡 0
8 德阳 10 德阳 0 自贡 10 乐山 0
9 荣昌 0 荣昌 0 乐山 10 德阳 0
10 泸州 0 泸州 0 德阳 10 泸州 0
11 内江 0 内江 0 内江 0 内江 0

　 　 数据来源:在创新能力发展状况计算结果基础上利用公式(12)计算而得。

其次,从创新发展水平接近中心度来看,2018—2022 年,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发展水平接近中心

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各异(见表 6)。 从 2022 年点入度来看,泸州高新区点入度最高,其次为荣

昌高新区、绵阳高新区、自贡高新区等,说明这些国家级高新区能够较快地接收来自网络中其他高新区的

创新溢出,不易受到某一家高新区波动的影响,稳定性较强;从点出度来看,成都高新区点出度存在明显

领先优势,其次为重庆高新区,二者均远高于其余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的点出度水平,说明成都和重庆

高新区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对多家国家级高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

级开发区协同创新发展中存在较强的影响力,辐射范围较大。
表 6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接近中心度计算结果

序号
2018 年 2022 年

排序 点入度(%) 排序 点出度(%) 排序 点入度(%) 排序 点出度(%)

1 绵阳 13. 33 成都 24. 39 泸州 13. 89 成都 43. 48

2 自贡 13. 33 重庆 22. 73 荣昌 13. 70 重庆 41. 67

3 乐山 13. 33 永川 20. 00 绵阳 13. 33 永川 31. 25

4 德阳 13. 33 璧山 20. 00 自贡 13. 33 璧山 31. 25

5 重庆 12. 50 绵阳 9. 09 乐山 13. 33 泸州 9. 09

6 永川 12. 35 自贡 9. 09 德阳 13. 33 荣昌 9. 09

7 成都 12. 20 乐山 9. 09 重庆 12. 50 绵阳 9. 09

8 璧山 12. 20 德阳 9. 09 永川 12. 20 自贡 9. 09

9 荣昌 9. 09 荣昌 9. 09 璧山 12. 20 乐山 9. 09

10 泸州 9. 09 泸州 9. 09 成都 12. 20 德阳 9. 09

11 内江 9. 09 内江 9. 09 内江 9. 09 内江 9. 09

　 　 数据来源:在创新能力发展状况计算结果基础上利用公式(13)计算而得。

最后,从中介中心度来看,2018—2022 年只有重庆和成都高新区起到了中介作用,且仅有重庆高新

区中介中心度水平提升(见表 7)。 当前,成都与重庆高新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之间的

创新发展联系中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对整体创新发展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其中,重庆高新区的中介

效应最为显著,且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

12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3 卷

表 7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中介中心度计算结果

序号
2018 年 2022 年

排序 中介中心度(%) 排序 中介中心度(%)

1 重庆高新区 14. 44 重庆高新区 21. 11
2 成都高新区 13. 33 成都高新区 13. 33
3 璧山高新区 0. 00 璧山高新区 0. 00
4 荣昌高新区 0. 00 荣昌高新区 0. 00
5 永川高新区 0. 00 永川高新区 0. 00
6 绵阳高新区 0. 00 绵阳高新区 0. 00
7 自贡高新区 0. 00 自贡高新区 0. 00
8 乐山高新区 0. 00 乐山高新区 0. 00
9 德阳高新区 0. 00 德阳高新区 0. 00
10 泸州高新区 0. 00 泸州高新区 0. 00
11 内江高新区 0. 00 内江高新区 0. 00

　 　 数据来源:在创新能力发展状况计算结果基础上利用公式(14)计算而得。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明显,协同创新

发展水平较低。 其中,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领导、其余地区断层落后的空间分布状

态;重庆市内部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协同创新子网络,但成渝两地整体网络的稳定性仍有不足。 各国家级

高新区之间创新网络密度较低,仍然存在较高的地理和行政壁垒。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实施成渝地区创新能级跃升工程,增强核心园区辐射带动作用,释放中部地区创新发展动能。

当前成都和重庆高新区创新发展能力在成渝地区处于领先水平,但相较于中关村、张江等世界一流园区,
头部能级仍有提升空间,且内部梯队创新发展断层明显、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整体实力偏弱。 两地要

加快推动西部科学城建设,充分利用园区发展优势,实施“旗舰园区”培养计划,推动成都高新区对标北

京中关村,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支持重庆高新区建设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 在两地加强合

作的同时,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和创新要素有序转移,辐射带动中部地区(如内江、自贡)创新发展,优化

空间布局,整合区域内资源优势,合作打造以创新发展为潜在动力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第二,建立“创新飞地”补偿机制,打破地区行政壁垒,重构创新发展网络空间。 受地理位置、行政区

划等因素影响,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与竞争。 其中,
重庆高新区表现出较强的“虹吸效应”,而成都高新区则以辐射带动为主,二者在园区及所在城市优势的

加持下,客观上可能拉大了与中部地区(如内江)的创新发展差距,导致协同水平难以提升。 对此,各地

区政府应通过合理规划,主动打破行政壁垒。 可探索建立“创新飞地”补偿机制,推动成都、重庆高新区

与周边园区合作,引导部分产业链环节有序向中部地区转移,并实施跨区域产业转移项目税收分成。 通

过建立基于贡献度的弹性分配机制,将税收分配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分工深度绑定,从而打破行政壁

垒,实现地区间共赢,推动多元化发展格局,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的稳定性。
第三,打造“1+2+8”创新共同体,搭建创新成果共享平台,合作化解技术难题。 在“1+2+8”框架下,

各国家级高新区应依据自身功能定位,差异化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具体

而言,以西部(成都)科学城为“1 个核心引擎”,聚焦原始创新与前沿突破;以西部(重庆)科学城和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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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为“2 个特色枢纽”,其中重庆科学城侧重产业转化与创新应用,绵阳高新区侧重国防科技协同与

军民融合转化;以内江电子信息、泸州装备制造等其余 8 个高新区的特色产业为“8 个专业节点”,形成错

位发展。 同时,创建区域创新要素交易共享平台,实现专利、数据等要素跨省确权交易,推动创新成果共

享。 实施过程中需重点关注非核心园区的特色化发展,避免陷入“跟随式创新”陷阱,针对重大科技创新

难题开展联合攻关。
第四,推行“三互认五统一”政策,构建长效制度保障,破除行政体制藩篱。 为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发展的切实推进,在实际行动上应推行“三互认”和“五统一”。 “三互认”即:资质

互认,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间资质的跨省通用;标准互通,制定统一的园区评价标准体系;数据互享,构建区

域创新大数据平台。 “五统一”即统一市场准入、统一政务服务、统一统计核算、统一环保标准、统一招商

政策。 同时,为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先在成渝地区内选取部分合作园区进行政策试点,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并及时调整,在顶层设计上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级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提供长久的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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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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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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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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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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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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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This
 

study
 

take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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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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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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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nnovation
 

capability
 

from
 

two
 

dimensions:
 

innovation
 

input
 

and
 

innovation
 

output.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it
 

measures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s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from
 

2018
 

to
 

2022.
 

It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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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ified
 

gravity
 

model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thei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following:
 

(1)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s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exhibits
 

a
 

clear
 

pattern
 

of
 

dual-core
 

leadership
 

and
 

central
 

region
 

lag,
 

with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cross
 

zones.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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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connectivity
 

among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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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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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remains
 

low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is
 

fragile.
 

(3)
 

The
 

roles
 

that
 

different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play
 

i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vary
 

significant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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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diation
 

and
 

driving
 

capacity
 

of
 

cor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br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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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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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
 

for
 

sharing
 

innovation
 

outcomes,
 

and
 

establishing
 

long-term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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